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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及其理论回应

肖　 珺　 胡文韬

摘要: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下一个前沿,作为信息传播

技术的新媒体正在通过文化完成自身的转型,数字传播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带来时间、空间

和结构作为权力的整体变迁,文化及文化间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其基本问题是诠释网络社会的文化间交往,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范式扎

根于不同的社会土壤推动新的文化秩序不断出现。 其实践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一方面,互联网的大连接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

趋同效应,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中,右翼民粹主义,种族歧视问题不断凸显;其二,跨文化

虚拟共同体的冲突呈现新表征,新媒体会便利跨文化沟通的效率,但不必然带来文化间的

深层交流和理解,此外,网络传播的多元会话模式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其三,抗拒性认同

带来难以缓解的文化间困境,全球传播同时成为推动和塑造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同时,跨
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抵制不断挑战传统社会权威。 中国理论回应的着力点是建构与世界

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以此开拓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的可能性。 一是拓展跨文化

虚拟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建构新媒体空间的全球倾听模式;二是直面文化间的

多样性与差异性,在跨文化冲突空间内寻找协商和理解的路径。 中国正在不断探索与世界

沟通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文化自身的血脉中延续着具有世界价值的元素。 中国与世界互为

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获取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流动的客观知识,更重要的是探索个人、
政治、文化、区域(国家)等多维主体的形成过程。 在文化背景异质时,对“他者” 文化的地

方知识进行语境化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和互相修正,使得全球

文化是一种为了沟通的传播文化,最终结束对“他者”文化的先天恐惧,共享一个多样化的

世界。
关键词: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冲突与协商;跨文化共同体;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1-0107-11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XWB024)

学术研究中采用不同的话语表述我们与他者( others)的传播交往,如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全球

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他们彼此间存在语意的差别。 跨文化传播基于人类文化的大关怀,强调文化间

的交往。 从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等概念也是某种层面的跨文化传播。 但与更多地强调以我 / 我们

为中心的传播交往观不同,跨文化传播始终在思考我们与他者如何互动,如何形成共有文化空间进

行思想交流,进而彼此间达成理解的和谐之道。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简称 INMS)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领

域的下一个前沿,2012 年第一本以此为主题的论文集在美国出版,该书主编 Robert
 

Shuter 专门撰文

指出:作为信息通信技术( ICT)的新媒体正在通过文化完成自身的转型,但这种文化间接触导致的大

变革却被传播学研究者们忽略了,INMS 就是要探索 ICT 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交汇点。[1] INMS 的研



究领域主要包括:一是新媒体文化,二是新媒体中的跨文化传播及其理论。 学术发展的动因在于回

应数字新媒体带来的文化变迁,人们不断创新数字媒体中的跨文化互动等社会实践方式,与此同时

又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这些汇聚成为全球连通的结构性重塑力量。
可以说,数字传播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带来时间、空间和结构作为权力的整体变迁,跨文化传播在变迁

中正在呈现区别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文化及文化间意义的生成与流动对

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由此,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下全球传播的一种必然路径,同时也是可行路径。 那么,新媒体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有哪些? 包括中国实践在内,它有哪些实践难点? 与此相应,理论建构的可

能性在哪里呢? 基于此,除中文文献外,本研究通过对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英文期刊自 2013 年至 2018
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人工检索,按照前文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界定,选取高度相关的英文文献。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相关性归纳和比较分析,笔者将探究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实践难点与

理论回应的可能路径。

一、网络社会的文化间交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使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和多样,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也因此拥有

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 他们从小通过网络了解日韩漫画,欣赏海外音乐,沉迷国外网剧,浸
泡在各种电子游戏中,跨文化习得和文化间转换成为互联网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用户的文化生

态。 尽管民族主义不可能荡然无存,但却已出现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不同阐释框架。 新

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聚焦网络社会文化间交往的现象解释,逐步建构较为清楚的理论架构。
(一)从国家间层面看,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全球视野成为相关研究的

基本框架

有研究从“全球北方”以及“全球南方”的视角切入,指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Twitter 等社

会化媒体的接入使得全球南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反击”来自北方的霸权主义陈述的手段。 全

球权力结构的转移同历史、地缘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丧失交织在一起。 来自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文化

背景下的南方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意义制造,从而影响、改变或取代占主导地位的北方的伦理框

架。[2] 有研究者对来自 67 个国家的 4708 个在线新媒体中的媒体间( intermedia)议程设置进行了大量

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核心国家在制定国际新闻议程时的话语垄断被打破,(半) 边缘国家( peripheral
 

countries)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3] 全球的媒体间传播不断促使跨文化传播游走于网络社会的纵横框

架之间,比如新媒体技术自下而上地进行多元的民族意义建构,进而产生了一种“粉丝民族主义”的

表达方式,其参与者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将追星的方式平移至国家,将国家个人化,这被

认为是一种极具网络亚文化风格的民族主义。[4] 网络社会中的互动主体复杂多样,民族国家、超国家

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等相互联系,与此同时,在流动中成长的地方和全球的公民既是民族国家的挑战

者,又是民族国家的合作者。 信息技术范式与资本力量密切交织,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进而重塑我们

的世界,并挑战传统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合法性。 由此,文化自身的生长、文化间的交往和意义构成

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二)从个体间层面看,数字媒体的使用总体而言大大拓展个人的交流空间、凸显个人主体性,跨

文化交际将更加便利和频繁

新媒体会更好地实现社会多元化假说,优势群体使用互联网来加强现有的网络联系,弱势群体

则使用互联网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来拓宽社会网络。[5] 其中,移动通信使用频率与社交网络的规模

密切相关。[6] 社交网络规模的扩大又会增加跨文化交际量,并能显著影响跨文化交流主体的文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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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 有研究聚焦旅居者与美国人的社交互动,发现旅居者的心理模型随着互动的增加不断趋向于

从人际网络中提取的美国人的共享心理模型,这种文化契合度的变化积极促进旅居者对东道国文化

的认同和心理健康。[7] 有研究建构“文化偷窥者” ( cultural
 

voyeurism) [8] 这一新概念。 “文化偷窥者”
是指通过媒体镜头来观察和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行为和属性的个体或群体。 这种“偷窥”过程跨越

了在地的物理限制,“文化偷窥者”的行动更多基于个人兴趣和文化迷恋的驱动,他们通过社交媒体,
可以无处不在地轻松获取有关其他文化群体的信息来完成“偷窥” ,从而对他文化实现透视并有可能

产生同情,这使得人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体验对方的感受、思想和情境,并有助于促进积极的跨种族互

动,进而有助于跨文化理解。 新媒体技术赋权使个人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凸显,人们通过连接不仅可

以接触以往无法接触到的信息,而且反过来也为他们自己开辟了新的文化表达途径,他们得以对主

流媒体中曾经描绘的他们的面孔、空间和文化做出反应。 可以说,媒体对“他者”的建构和表征越来

越多地被“他者”所验证和重构。 数字媒体的互动性允许团体公开质疑他们的陈述,这显然是对新闻

权威的挑战。[9] 有研究发现,拉美裔的领先地位、教育差距的逆转以及移动文化参与中城乡差距的消

失表明,来自更广泛社会阶层的用户参与了移动文化活动,移动文化是让弱势社群成员更容易接触

和负担得起参与文化活动的工具,这为弱势群体成员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文化参与场所。 在面对面

的文化交流频率下降的情况下,借助移动新媒体将有助于人们恢复文化参与。 基于此,面对面文化

参与和移动文化参与形成一种互补关系。[10] 除互补关系外,新媒体沟通帮助各类草根文化、弱势群

体文化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主体性,比如:为母亲们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表达自身生活经历的机

会[11] ,巴西黑人女孩以嘻哈音乐人、饶舌歌手的文化形象讲述她们边缘化的人生经历[12] 。 媒体融合

带来的跨文化共享、互动和创新建构了一片打破文化藩篱的新公共空间,特别对一些小众、弱势文化

群体而言,他们希冀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更多的文化权利。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技术基础是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范式,技术扎根于不同的社会土壤中会产生

相似或者迥异的文化和文化间关系,这意味着新的文化秩序将不断出现。 比如,粉丝文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边缘文化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网络语言、互联网生活方式等逐渐影响传统的中国社

会文化;年轻人通过移动媒体反过来培育年长者,让他们学习和享受新兴文化生活等。 对多种数字

媒体的混合使用大大拓展了文化间言说、交流、适应和理解的可能性。 正在到来的 AI、类人脑等人工

智能技术同样也会带来新的文化,甚至是一种新文化转型。 从某种意义而言,人工智能本身即是一

次全球传播,技术完全有能力跨越文化语境,实现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13] 技术与社会的

彼此影响和调适必然对文化间交往带来持续的改变,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时刻保持对人类变

迁的敏感度,面向人际间、组织间、国家间,甚至人机互动间丰富且复杂的跨文化交往过程并予以

揭示。

二、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实践难点

跨文化传播在新技术变量介入后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但却至今尚未建立新的理论范式。 除却

理论研究兴趣的个人原因外,新技术与社会变迁的迅速发展、理念裂变和政治经济形式的多元博弈

都使得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面临异常复杂的局面。 当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议题,如:
探讨新媒体是如何促进全球文化权力的转移;个人主体性凸显对于跨文化参与的影响;全球媒体流

动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分化等。 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环境下,流动性的空间,无时间性的时间一方面

促使各类信息跨语言、跨种族、跨地域传播,甚至动摇了以固定时空为基础的民族国家间交往,文化

的全球流动得以形成,不同背景的网络用户之间的了解与共情成为可能。 但另一方面,自我文化身

份的建构、全球文化消费模式的输出对于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沿袭等问题交错其中,冲突与协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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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时刻发生。 当今,反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主张都迫切地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和认

同,从而获得自身的落脚点和确定性。 但是,文化间纷争却从未停下脚步。 移民在全球范围内更快

速地迁移,难民在不同国家寻找自身的文化空间,国际间劳动力的频繁转移以及公司间的跨国合并,
都使政治利益、经济市场卷入并加剧文化间问题。 资本剥夺、国家竞争、阶层与族群分化、数字鸿沟

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横亘于地理和社会空间的区隔不仅不会轻易消失,反而有可能加深。[14] 网络

社会中的跨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将阻碍文化间的交流沟通。
(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间疏离与敌视加剧

新技术将跨文化传播置于开放的时空中,从而生成不同形态的文化认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文

化格局。 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更好的文化间尊重、理解和认同吗?
其一,互联网的大连接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趋同效应。 数字传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阻

隔信息交流的时空距离,文化间交流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但也实质性地造成全球化的趋同效应。 这

一效应以牺牲文化差异性为前提,网络社会并未打破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均匀性,因为,这种

“交融”往往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在不平等条件下的“摩擦”和“碰撞” 。[15] 当差异性和对

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认知处于危险境地时,防御性反应就会产生,从而导致群体间冲突不断。 在新媒

体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在地经验和传统文化

观念的消解。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

平,但数字鸿沟依然客观存在,数字不平等反映了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16] 数字平台本身仍然反映

社会的物质性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的交叉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 但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是话语与材料的交汇点,在一个性别歧视 / 种族主义社会中,意义被反复表达,可以用多种

方式来解释,形塑了重新想象物质世界的方式。 因此,一方面,诸如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媒体为我们

提供了构建自由的自我概念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强大的中间人,维护着统治体系。[17] 互

联网将塑造全球文化消费模式,并将席卷全球,[18] 很多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加

以审视和强化。 比如,贫民窟日益成为西方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在一个信息可以低成本生产和传播

的时代,来自西方的游客通过拍摄视频或照片等在社交媒体上创造和分享他们体验贫困生活的经

历,他们将当地人描绘为受益者并建构人道主义的自我形象,这显然强化了后人类主义时代知识的

主观本质。[19]

其二,有研究以媒介近用权( Access
  

to
  

the
 

Media)为例,发现不同民族和族裔的人群虽然在媒介

近用权上实现了自由,但这一保证社会成员接近和使用媒体、发表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中却呈现越来

越复杂化、隐蔽化和多样化的种族问题。[20] 互联网作为一种关于种族意义的政治斗争的第三空间场

所,由于其互动性和匿名性为探索种族思维的话语功能提供了独特的机会。[21] 社交媒体成为一种意

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工具,尤其在右翼意识形态仇恨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煽动了大众宗教热情

的火焰,刺激了暴力行动。 有学者认为,通过用户 / 公民的情感参与,网络平台提供了将政治幻想具

体化的新途径,数字社交媒体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仅是语境上的,而且是构成上的。[22] 网

络民粹主义的群体希望能维持旧有的社会秩序,不愿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被遗忘或被压榨。
尽管在面对面交流的背景下,公开的种族歧视变得相对不那么明显,但它在社交媒体上却找到了一

席之地。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产生了复杂的大众种族主义社会动态,传
统意义上的隐性价值观,如种族偏见和厌女症,人们在过去可能会为了避免争议不愿公开或者犹豫

公开自己的立场,但现在由于廉价和匿名的互联网接入而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这将会极大地增加

目标群体成员无意中接触到种族主义信息并受到其不利影响的可能性。[23] 与此同时,那些传统的社

会主导文化,比如文化上的男子气概、统治意味浓烈的表达以及白人或中产阶级的优越感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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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社会奖励。[24] YouTube 的相关研究表明,白人观点仍然最受欢迎,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的去地域化

特征为更公平的跨国流动提供了机会,但白人的种族逻辑占据强势地位。[25]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也

被认为具有右翼民粹主义品质,它虽声称是开放式社交媒体,但在这一空间里,后真相时代的民粹主

义正在成为主流,右翼风格和策略正在变得流行或正常化,网络民粹主义者借用谩骂和愤怒产生了

更多的追随者。[26] 网络社区成员通过骚扰和评论轰炸等行动,使他们的信仰和身份得到确认。[27]

(二)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冲突呈现新表征

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

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28] 在这些共同体中,既有可能形成和谐的认同,也有可能带

来传播的分裂,如凯恩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曾预见,新媒体传播中网络集群的极端化更容

易发生。 既有研究呈现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冲突的新表征。
其一,新媒体会便利跨文化沟通的效率,但不必然带来文化间的深层交流和理解。 比如新媒体

信息传播中,用户可以采用较容易被人理解的符号,从而促进跨文化传播和认同。 但符号背后的文

化又制约了人们的情绪表达。 新媒体技术赋予人“无线过滤”的能力,网站也在以“协同过滤”的方

式予以回应,新媒体平台上碎片化的内容不仅不能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还会引起新的文化冲突,形
成所谓的防御性文化( dfensive

 

culture) 。 人们的网上讨论仅仅只是重复和强化各自不同的主张,彼
此间并未形成真正的交流。 这表明人们期盼的改善对话、解决冲突的对话前景在网络环境中也很难

实现,基于沟通理性的信息获取也无法解决基于心灵归属的文化争端。 因此,传播主体的地缘文化,
语言等因素将显著影响全球文化流动。[29] 即便是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人们也倾向于同自己态度观

点一致的人进行交流。 当代新媒体信息环境下,选择的丰富可以促进态度强化的螺旋式上升。 个人

寻找与自身态度一致的信息,反过来加强了先前的态度。[30] 在与对立群体沟通时,人们使用语言加

强群体认同,促进群体间的竞争。 有研究表明,反讽在跨群体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反讽既可以作

为一种语言工具来攻击群体外的成员,也可以微妙地传达对群体内和群体外行为的期望。[31]

其二,网络传播的多元会话模式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 2004 年,“多元会话” ( polylogue)概念被

首次提出,通常指参与会话的人数在两人以上的多方共同参与的对话互动方式,对话结构的转换充

满不确定性,会话各方会因为意见分歧等产生冲突。 网络聊天室、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都是多元会

话的平台,网络用户会因为言语行为、对礼貌行为的预期偏离规范、话语策略等原因产生不同规模的

冲突。 一项关于 Youtube 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会形成大规模多元会话( massive
 

polylogues) ,并
会同步产生针对局部的、共时性的互动冲突,而现有的数字媒体环境尚难充分承担此类问题。[32] 在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类似于反讽的情绪性表达更为普遍,说话人的行为和受话人的推论之间存在

着一种沟通不对称。 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交流,这就要求人们了解在网络环境下自

己是如何受到他人影响的。 有研究指出,电脑中介传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即 CMC,
例如在线论坛、博客、Facebook 和 Twitter)已经成为常规的交流方式,卷入其中的网络评论建立了社

会规范,直接影响了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表达偏见,此外,这些影响一旦脱机,就会泛化到参与者对

目标群体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偏见态度上。[33]

此外,青年人网络使用的习惯变迁还会导致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交网络使用中的隐私悖论。 社

交网站中凸显的隐私释放现象和由此导致的个人信息滥用,正在成为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难点。 互联

网上私人数据持久地不断累加,还会生成便于搜索的编辑条目,这会成为网络跨国犯罪,特别是针对

青少年犯罪的巨大隐患。
(三)抗拒性认同带来难以缓解的文化间困境

数字媒体可以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机会,但线上的不平等、歧视和权力结构仍然存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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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带来更大风险。 数字空间中的尊重仍然植根于霸权规范所决定的价值观和

价值假设中。[34] 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将认同的形式和起源划分为三类:合法性

认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 、抗拒性认同( resisitance
 

identity)和规划性认同( project
 

identity) [35] ,新媒体

技术的发展使得跨文化间的互动更加高效和频繁,异质的网络主体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身份认同,
认同的建构与解构几乎可以同时发生。 文化通过其世界观和价值观准则发挥至关重要的心理功能,
即为人类提供有助于缓冲焦虑的自尊和内心舒适感。 但近年来种族与国家冲突日趋紧张,宗教激进

主义运动激化,恐怖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么,新技术既然开放了跨文化传播的时空关系,为何抗

拒性认同却能一再筑起抵抗的战壕? 这究竟是一种文化自主,还是人类文化共有空间的倒退呢?
其一,全球传播同时成为推动和塑造认同危机的社会原因。 新技术的广泛普及加速了跨文化事

件的全球传播,当今世界彼此互联,以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导致事件发生的

因果之间几乎没有间隔。 这一方面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暴力事件的

发生概率也相应提高。 对 TED 演讲的研究显示,作为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分享产品一方面“传播一切

值得传播的创意” ,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将精英主义政策话语以媒介化、大众化的方式纳入

全球进程。 虽然 TED 演讲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者,包括来自南半球的演讲者都能进入这一平台,
但它又一次将一种通用的全球模式输出到多样的本地化背景中。 当然,产品本身不必然具备社会变

革的催化作用,可观看者最终会利用从参与或观看这些演讲中获得的洞见来推动社会变革,比如在

阿拉伯革命背景下的 Twitter 使用。[36] 由此可见,全球化传播并未实现文化间的融合,相反,网络社会

中固有的权力结构反而强化了文化间的冲突和偏见,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新阻碍。
其二,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抵制不断挑战传统社会权威。 在网络社会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处

于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环境之中,媒体生产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所接触。
同时,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使“他们”既能获取新闻报道,又能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在这一语境中的误

读和抵制都对新闻权威造成极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国家和权力机构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互联

网上提供各种话语库。[37] 这表明,国家可以有效地使用新媒体生产新的“合法”话语并控制有争议的

声音。 不过,从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中国实践效果看,尽管我国媒体都在积极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

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但总体而言,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不甚理想,被“污名化”的现

象时有发生,基于国家形象的认同危机仍未有效解决。[38]

三、结论:中国建构与世界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作为对当下人类社会实践的回应,需要更多地从网络社会文化间交往中探查

路径、规律和思想。 中国倡导和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向世界传递了

一种理念,即和平、合作、发展、共赢,通过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等历史文化符号言说文化碰撞、
交流和融合的价值诉求。 这些新型全球化主张被认为是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自主创建式路径,中国

自主构建新的运行规范和机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治理,进而实现“中式全球化” [39] 。 要

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跨越地域、民族和国家,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人民,面对语言、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等不同的文化要素,互联互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在不同的文化中实现跨越和共通。 由此,中国

理论回应的着力点是建构与世界互动的跨文化共同体,以此开拓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的可

能性。
(一)拓展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建构新媒体空间的全球倾听模式

有研究指出与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共享信息对于跨团队合作至关重要,由信息交换带来的共情

会提升群体成员同外界分享风险信息的意愿。[40] 因此,全球虚拟团队应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共享

·211· 　 2021 年第 1 期



信息,促使合作深化。 在地文化经验与虚拟空间交往形成一种边界模糊的多元文化互动可能性,不
同文化的人通过情感交流体验互相尊重、自我检视和移情的跨文化传播过程,既保留原生文化的自

我意识,也能对异文化的表层和深层文化充分了解和尊重,进而产生较为稳定的价值认同。 为达到

这一理想状态,亦可探索建构新媒体空间全球倾听模式的可能性。
陈国明和史达洛斯特提出了全球倾听模式( global

 

listening
 

model) [41] 认为,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

会寻找一个平衡点( equilibrium) ,人们在交互信息中,会创造一个共属于双方的阐释意义。 “倾听”
是一个主动积极的过程,而不是对于已有信息的机械重复,也不是为了某个预设的目标而行动。 这

个模式提出,全球社会存在于一种可协商的语义空间( a
 

negotiated
 

semantic
 

space)内,这种语义空间

存在于现有的文化间( between)而不是在某个文化内( within) 。 新媒体真正实现了传播的互动性和

多元性,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媒体内容在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更加灵活。 新媒体为全

球倾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相应也对会话双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球倾听的实现要求具备全球

沟通能力,如全球性视野、足够的知识与技术、应对变动的弹性、敏锐与开放的能力等,通过尊重多元

化不断促使人们相互理解,进而具备多重认同( multiple
 

identities)意识和能力。 只有当彼此采用倾听

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时,一种文化内的因素才有可能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之中。
(二)直面文化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跨文化冲突空间内寻找协商和理解的路径

在由全球多维度文化共存的媒介大都会( mediapolis)中,各类文化应该负责任地维护和管理这

样一个全球化的空间,不同民族文化需要和平相处,而非敌对和误解。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表

现为一种进步和普遍的概念,以纠正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主义,而实际上它是以国家和西方为中心

的。[42] 近年来,中国倡导和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向全球表达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价值理念,将这些美好情感和愿景逐步提升至国际共识。 与此同时,中国也正

在面临最为复杂和广泛的跨文化关系,在一些“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抗拒性文化表达也会出现

在涂鸦、音乐等各种文化产品中,很多内容都是通过论坛、社交媒体等渠道辐射开来。 由此,新媒体

跨文化传播需要直面文化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我国应积极构建国际传播媒体伦理新秩序,在意识

到文化交流中“同”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文化间的“不同” ,理性面对跨文化冲突并寻找协商和解决

的路径。 从整个跨文化传播过程看,人作为交往中的存在,是处于主体间关系的,我与他者的关系根

本不是什么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43] 跨文化传播的理

性不是单一主体的主体中心理性,而是多元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 不同于主体意识哲学概念的单向

性、绝对性以及排他性,这种交往的理性具有多向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新媒体跨文化

传播理性更多地侧重互联网交往理性,这种共识包含着多样性与差异性。
此外,新技术也正在创造一些新的文化叙事,这些叙事可以呈现人类共同的愿景和诉求。 比如,

通过对媒体叙事中出现的非人类———超自然题材的研究发现,超自然叙事中非人类的反派角色会提

醒人类,人类身份作为群体身份的重要性和可贵价值,由此,群体身份认同的共性就会增强,对少数

群体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善,这或许会成为减少偏见态度的一种可能机制[44] 。
(三)从中国出发,与世界互为方法:认知范式转移的可能性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新实践,一方面,它难以摆脱传统社会的烙印,但另一方面,它
有可能带来一种新文化或者既有文化的新语言、新形态。 卡斯特在《传播力》一书中提出世界主义文

化的构想,认为其将为民主的全球治理奠定基础,并将解决网络社会的中心文化制度问题。[45] 身份

认同的跨文化协商和归属感的实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学习和成长过程,它们是历史空间和思想

空间中生命斗争的复杂而矛盾的辩证法。[46] 那么,这种世界主义文化的可能范式什么? 中国的跨文

化传播实践有可能产生与世界互动的新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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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不断探索与世界沟通的理念和方法。 从国家传播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

家一直以来都非常积极地在新媒体空间建设全球传播渠道,并通过制度设计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系统化的“大外宣”国家战略旨在加大通过网络空间塑造国家形象的力度,基本建立起了“ 1+6+N”
(即一家旗舰媒体+6 家央媒+其他部门)的立体化格局。[47] 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

体、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等新型全球化主张,使得跨文化传播正在成为中国的日常实践和经验,除了

不断攀升的国家间交往,驻外企业、海外留学生、外国移民、境外旅游、网络文化产品等使得文化间互

动成为传播常态。 与此同时,网络作为物理属性的超国家传播空间,通过越来越开放,也是越来越细

分的文化社群,让人类传播得以进入多重交叉的跨文化空间中,中国人的社交体验、意义认知和价值

判断凸显出多元文化特质。
其实,中国文化自身的血脉延续具有世界价值的元素。 杜维明在论及文明对话时,提出“ 21 世

纪儒学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儒学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地方知识。[48] 针对亨廷顿为代表

的“文明冲突”理论,中国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推崇的不是宣传自己的教义、改变

对方的信仰,而是通过对话实现“多样性的庆幸” (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此外,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以竹内好、沟口雄三等日本左翼中国研究学者为代表,世界知识界也未中断“作为方法”的批判性

东亚话语的生产和发展。 在“作为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上,中国被视为“亚洲理论的未来” 。 2019 年,
单波、林莉基于新华社对外报道的历史考察,修正了“以中国作为方法”的结论,他们提出理性的对外

报道是“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与目的” [49] 。 一方面,全球化语境和多元化文化实践将有可能重建亚

洲主体性的主张,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寻找走向世界之路。[50] 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跨文化传播有必

要也有可能“探寻中国的方法” ,探寻独特性背后的隐性密码和关系逻辑[51] ,进而在跨文化传播实践

和学术研究中从“中国”出发,在与世界的对话和互动中构建新型跨文化交往关系。
从“中国作为方法”到“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与目的”具有认知范式转移的可能性。 但需要注意

的是,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获取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流动的客观知识,更重要的

是探索个人、政治、文化、区域(国家)等多维主体的形成过程。 当下的世界是全球化的多元现代化世

界,中国只是其中一极。 面对新媒体空间中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传播需要不断探索协商和理解的路

径。 在文化背景异质时,对“他者”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语境化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网络社

会中,具有不同价值观、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以一种共享的、开放的传播观相互交流,不会因为跨

文化交流同预期不匹配而产生的挫败感,彼此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能互联和协同,在交流的基础上相

互影响和互相修正,使得全球文化是一种为了沟通的传播文化,最终结束对“他者”文化的先天恐惧,
共享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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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tudies

Xiao
 

Jun,Hu
 

Went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next
 

leading
 

edge
 

in
 

the
 

field
 

of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new
 

media,
 

as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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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going
 

it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ul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society
 

brings
 

about
 

a
 

systematic
 

change
 

of
 

time,
 

space
 

and
 

the
 

structure
 

as
 

power.
 

Th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generation
 

and
 

flow
 

of
 

intercultural
 

meanings,
 

is
 

more
 

important
 

to
 

human
 

society
 

than
 

ever
 

be-
fore.

 

The
 

basic
 

problem
 

is
 

to
 

interpret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digital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paradigm
 

is
 

rooted
 

in
 

different
 

social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appearance
 

of
 

new
 

cul-
tural

 

orders.
 

The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are
 

mo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
tercultural

 

alienation
 

and
 

hostility
 

around
 

the
 

world
 

i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On
 

the
 

one
 

hand,
 

the
 

exten-
sive

 

connec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substantially
 

caused
 

the
 

convergenc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ight-wing
 

populism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cyberspace.
 

Secondly,
 

the
 

conflict
 

in
 

the
 

intercultural
 

virtual
 

community
 

presents
 

new
 

representations.
 

New
 

media
 

will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about
 

deep
 

communication
 

and
 

un-
derstanding

 

between
 

cultures.
 

In
 

addition,
 

the
 

polylogue
 

mod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may
 

bring
 

more
 

conflicts.
 

Thirdly,
 

resistance
 

identity
 

brings
 

difficult
 

intercultural
 

predicament.
 

Global
 

communication
 

is
 

the
 

reason
 

for
 

promoting
 

and
 

shaping
 

identity
 

crisis.
 

Meanwhile,
 

misunderstanding
 

and
 

resista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stantly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key
 

of
 

China ' s
 

theoretical
 

re-
sponse

 

is
 

to
 

construct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ty
 

with
 

the
 

world.
 

Thus,
 

we
 

can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ac-
ting

 

with
 

the
 

world
 

by
 

China's
 

method.
 

The
 

first
 

is
 

to
 

enhanc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value
 

identifica-
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virtual
 

community,
 

and
 

to
 

construct
 

the
 

global
 

listening
 

model
 

in
 

the
 

new
 

media
 

space.
 

The
 

second
 

is
 

to
 

face
 

up
 

to
 

th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and
 

to
 

find
 

out
 

a
 

way
 

of
 

negot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China
 

is
 

constantly
 

exploring
 

the
 

concepts
 

and
 

meth-
od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and
 

the
 

blood
 

of
 

Chinese
 

culture
 

contains
 

elements
 

of
 

world
 

values.
 

China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as
 

a
 

method
 

is
 

not
 

only
 

to
 

acquire
 

objective
 

knowledge
 

flows
 

through
 

the
 

in-
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new
 

media,
 

but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politics,
 

culture,
 

and
 

regions
 

( nations)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s.
 

When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s
 

different,
 

it
 

is
 

par-
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ntextualize
 

the
 

local
 

knowledge
 

of
 

" other"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ommunication,
 

mutual
 

influence
 

and
 

mutual
 

correction
 

make
 

global
 

culture
 

become
 

a
 

communicable
 

culture,
 

eventually
 

ter-
minate

 

the
 

innate
 

fear
 

of
 

the
 

" other"
 

culture
 

and
 

enjoy
 

a
 

diverse
 

world.
 

Key
 

words: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intercultural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intercultural
 

commu-
nity;China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as
 

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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